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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与实践: 政治权力与仪式研究

现代权力关系的交换属性及其超越方案

张康之*

［摘 要］ 等级身份制是农业社会权力关系得以生成的根源，但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启蒙思

想的设定而使权力关系的社会基础消失了。然而在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权力关系又在组织中并通过

组织而被建构起来。现代组织中的权力关系不同于农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它不是一种纯粹的支配关

系，而是获得了交换关系的属性。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发现了权力关系中的交换属性，这使权力制约

方案的建构出现了新的契机。可是，这项科学发现仅仅是在既有组织形式和性质不变的条件下才有意

义。事实上，在人类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组织———合作制组织正在生成，而对于合作制组织而

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使权力与权力意志分离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权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的路

径，那么权力的功能也将会呈现出全新的特征，而权力制约的问题也就会更加容易解决了。

［关键词］ 权力关系;交换关系;合作制组织

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被分成不同的等级。人的等级身份上的不同，或人的等级差别，

决定了一个等级中的人对低于他的等级的人们拥有权力。权力产生于人的等级差别的势差之中，是

人的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等级统治和压迫的力量。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

中，由于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设定，把人们置于平等的地位上。从理论上看，人们之间不再有着等级

身份差异，因而也就不应在人们之间生成权力关系。然而在事实上，近代以来的社会并没有消除权

力，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时时处处都感受到权力的支配和控制。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作出这

样的解释: 由于启蒙思想的贡献，也由于市民社会对旧制度所作出的实践批判，使社会意义上的人们

获得了平等地位。但是，当人类走进了近代社会之后，工业化运动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格式化，把人

们整合进了巨大的而又似乎是无形的社会分工—协作系统之中，让人们之间基于利益实现的要求而

开展竞争。在社会这个大海洋中开展竞争，使得个人的力量显得无比微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

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去求得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组织了起来。近代以来的组织是在这一逻辑中生成

的，由于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而成为近代以来的基本社会现象。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

组织化的社会，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通过组织的方式来实现的。结果，权力在“社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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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解了，而在组织的意义上却成长了起来。人在社会中被要求平等，而在组织中则受到了组织层

级结构的框定，被分别安排到了每一个具体的职位和岗位上，因职位和岗位的级差而产生了权力关

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当社会实现了充分组织化的时候，在没有组织的地方也就没有了社会，全体

社会成员事实上都是以“组织成员”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人们才会感受到权力无所不在。但是，近

代以来组织中的权力关系与前近代社会中的身份等级权力关系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它不是从属

于统治和压迫的需要，而是从属于管理和控制的要求。毕竟人的权利平等的设定是一个发挥着实际

作用的政治生态，使人们可以在申述政治平等的同时去建构权力关系。不过，权力关系从农业社会

到工业社会的这一演进过程也证明了它是具有历史性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当

人类社会启动了告别工业社会的历史运动时，权力关系也再一次遇到了转型的契机。现在，人类正

走在后工业化的道路上，权力关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一次全面的转型也是必然的。

一、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现代权力关系

在法学的视野中，我们同意梅因的判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我们需要充分理解从等级社会转向普遍人权确立的意义。在社会学的视野中，

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则引发了人的生存模式、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在科

学的视野中，我们倾向于把农业社会看作为简单的和具有确定性的社会，而把工业社会看作是具有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一个观察视角，在这个视角中，我们可以对社会作

出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因为，在简单的和具有确定性的社会中，人们可以单独地或以家庭为单元而

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把自身作为自然生态链上的一个环节。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我们也把这种形

态称作为自然经济。当然，这个时候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也有着社会生活。不过，人们此时的社会生

活方面的内容与其自然生活方面的内容相比，要少得多。人的社会关系是较为简单的，人的交往频

率是较低的，需要把人们组织起来开展共同行动的事项是较少的。由于人们的生活是固定在特定的

区域之中的，由于人们开展活动的空间是熟人社会，由于人们处在稳定的等级差别之中，因而，人们

事实上是被安置在了固定的权力关系之中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统治、剥削、压迫等支配性的行为

也是可以预测的和必须接受的，在某种意义上，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命定的。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们

走出了祖先们生活的地域，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了起来，结果造成了社会的陌生化，这就是陌生人社

会的产生。陌生人社会的生成，使人的生活环境变得复杂了起来，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以及社会生活

中的各种资源的流动，在制造出了复杂性的同时，也使得一切都变得具有不确定性了。面对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的环境，或者说每日每时遭遇到的复杂的和不确定的问题，使人的能力显得非常有限，以

至于人们必须让个人联合起来去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就是近代社会组织化的基本动力。可

是现在看来，近代以来的组织其实并不具有化解复杂问题的能力，或者说，在复杂性还较低的情况

下，组织表现出了对复杂性的征服，而当复杂性达到了较高程度的时候，组织就不再显现出应对复杂

性的能力了。从思维方式上看，我们认为，包蕴在组织中的基本思路是使对付复杂问题的主体强大

起来，即通过把弱小的个人联合起来而变得强大，以便让复杂性问题在强大的组织面前低头。从工

业社会人类的巨大成功来看，这种做法是有效的，而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却失灵了。

在科学的视野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的基本社会特征。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不仅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于农业社会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是近代以来的人们必须接受的社会环

境。近代以来，组织是人们用来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基本工具，通过组织的形式开展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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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人们大大地降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通过组织去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不仅放大了个人的力量，而且能够收获个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成果。一旦人们被组织起来后，组织自

身也会生成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使组织自身的管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中，组织中的权力

就是组织管理必需的因素，以组织形式开展的集体行动会在对不确定性因素的掌控中形成控制他人

的权力。“无论他们的具体模式如何，无论他们采用的是相对正式化的组织形式的游戏，还是采用一

些强调某种组织系统的、较为松散的、较具有经验性特征的游戏，为处理这些问题而特别生产的集体

行动结构，都是建立在源于这些问题的技术、经济或其他特性的各种‘客观’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上的。

至少在短期内，这些特性作为事实的既定存在，让人无法回避。于是，那些能掌控最关键的不确定性

因素，同时还能将自己的掌控予以实施并强加于他人之上的行动者，就占据着统治地位。”①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在这里所要揭示的是组织中的权力如何生成的问题。也就是说，组织存

在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而且组织自身的运行也会产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这样一

来，就会自然而然地促使组织的领导者以及管理层去集中领导和管理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权

力。但是，如果我们满足于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认识，相信组织的权力是按照这种逻辑生成的，

就会把权力的生成归于“自然”过程，在逻辑上，与农业社会权力生成有着相似的特征。事实上，如果

在组织权力生成的这个自然过程中去认识权力关系和作出相应的安排，就会把权力结构化为一种支

配力量，因而也就无法应对组织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现实中的情况看，具体的组织按照权

力生成的上述逻辑去进行权力关系建构也许体现出很强的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但就整个

社会而言，却无法消解组织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反而会使不确定性问题变得恶化。在近代工业社会

的大背景下去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发现，虽然工业社会中的每一个组织都通过权力关系的结构化而

提高了组织的自身管理和环境管理能力，而整个社会却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趋势，直至

到了工业社会后期，使人类社会陷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之中了。当然，克罗齐耶和费

埃德伯格虽然认为组织中的权力生成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他们也是不满足于对这个自然过程的认

识的，他们基于其行动理论的逻辑，要求把组织权力生成的这种自然过程改造为可以控制的自觉过

程，从而使组织所遇到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运行中生成的不确定性得到自觉应用。他们的对策性意

见是:“对问题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于这些结构连同这一重新定义一起展开的有关行动领域的重构，

可以使人们建立一些‘人为的’不确定因素，以便抵御那些‘自然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也可以使人们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降低这部分人的获利和减少另一部分人的损失。”②

现代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作为组织典型形态的官僚制组织内涵。或者说，如果我们把官僚

制组织看作是一种理论模型，那么，它无非是从现代组织中抽象出来的，是包含在现代社会所有组织

之中的一种理想模型，以具体形式出现的现代组织都可以说是官僚制组织的殊相。所以，我们在现

代组织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出于组织管理的需要而实现的对组织结构和规则的强

化。事实上，就官僚制组织理论来看，是有着对组织的结构和规则寄予最高期望的信仰情结的。也

就是说，官僚制的所有形式合理性追求都最终指向了结构和规则，以为只要拥有了稳定的和具有合

理性的结构和规则系统，组织就可以在预先设计的轨道上运行。所以，如果组织在运行中出了问题，

关于组织的改革和调整方案也都会首先指向其结构和规则。而“结构和规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一

方面，在特定时刻，它们约束着组织中的所有成员，甚至是造就它们的主导力量; 另一方面，它们是各

种力量和前端交易关系的产物。这些结构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解决方案的临时并且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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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权变性的制度化形式，一些相对自由的行动者带着他们的制约力量和资源，简言之，带着他们当时

的协商谈判能力，找到了这个方案，最终解决了存在于某个总体内部的合作问题。”①

对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这段论述的合理理解应当是: 结构和规则无非是组织的基本框架，这

个框架所发挥的是基础性的规范作用，至于发生在这个框架中的活动以及权力的生成和运行状况，

却不是由这个框架所决定的，而是直接受到组织成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资源状况所决定的。也就是

说，结构和规则并不是组织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结构和规则之下，组织的存在形式、运行

状况、内容甚至性质，都具有多种可能性。就现实中的组织运行而言，更多地取决于组织权力关系的

状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组织的结构和规则，而是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对行动者有着更为直接的影

响。承认组织崇拜结构和规则的普遍性，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所有组织共有的一种组织文化。但

是，无论组织建构起了多么科学合理的结构和规则，也必须依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没有权力，结构

和规则所构成的只是一个僵硬的框架。至于权力是分散的还是集中的，是由多数人共享还是由少数

人行使，那只意味着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同和权力运行机制上的差别。所以，权力在组织中所担

负的功能是无法替代的。虽然人们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是很少有人会提出消解组织

中的权力这样一种意见，几乎所有的探讨都集中在如何改变权力的布局以及如何改善权力的运行机

制和作用方式( 如民主的、集权的、参与式的) 。

总之，组织的结构和规则是一个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发挥作用的是权力以及与权力相关的

人( 行动者) 。当然，在分析组织中的权力运行以及领导方式时，学者们往往喜欢用“集权”、“分权”

等政治学术语来进行解释。实际上，虽然组织处于近代以来的政治生态之中，但是它与之处于其中

的政治生态并不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对于组织这种微观系统而言，其领导

者也乐意于营造和利用不确定性去攫取权力和建构权力关系。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所设想的那

种把组织中权力自然生成的过程转化为自觉建构的过程实际上所指的是让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利用组织中的不确定性去建构权力，可以说是为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开出的一个如何增强组织管理

的策略性方案，目的是要让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在组织管理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能动性。而我们

认为，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在权力建构过程中所能够利用的不确定性必须是一种低度的不确定性。

在某种意义上，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如果真正能够利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话，还必须将这种不确定性

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畴中。然而，从组织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组织生态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迅

速增长必然会对组织产生影响，会诱发组织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当组织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诱发了组

织自身的不确定性时，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就会陷入组织不确定性的困扰之中，以至于因组织中

的不确定性的增长而失去了控制组织的能力。这个时候，组织就会陷入危机状态。

可见，对于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而言，利用组织的不确定性进行权力建构肯定是包含着一定风险

的，因为“组织活动是一种艰难实施的活动，假如组织在努力遏制经验意义上的‘自然’权力方面走得太

远的话，那么它将会甘冒这样一种风险: 生产人为的权力到一种无法容忍的程度; 假如组织作出的努力

不够充分，那么一种不断膨胀的特权的迷宫就会得以形成。”②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真切的现实经验，正是

这种组织权力特权化的问题，使组织失去了凝聚力，削弱了组织的能力。进而让组织不得不求助于规则

体系的层层强化，不得不轮番地在结构上追求科学化。随着规则体系的加强和组织结构的程式化，面对

任何新的问题，都会显得一筹莫展，更不用说去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施展拳脚了。事实

上，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已经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但是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还仅仅

属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然而，由于每一个组织都试图控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反而使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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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组织控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变得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可以说，每一个组织控制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努力，都为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贡献了力量，以至于人类走到了工业社

会后期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性状。也就是说，我们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是社会的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从而使近代以来组织运行中的那种利用不确定性去实现集权的做法难以

为继了，不仅如此，利用不确定性去集权的做法还导致了极大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

现代组织利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建构权力关系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结。

二、作为交换关系的权力关系

“所有的权力关系都是工具性的，作为一种协商关系，它旨在强调: 权力只是从目的的角度才被

构建出来，按照工具性的逻辑，此目的激发了行动者一方的资源投入。”①这与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

条件下的权力是不同的，或者说，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因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治理

体系及其过程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权力本位”特征，权力来源于人的等级差别，是不同等级的人因为

某种类似于物理势差的区别而产生的权力，是与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与之不同的是，官僚制组

织中的权力不能被视为人的权力，而是一种附着在岗位和职位上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必须受到

规范和约束，必须在组织结构和规则圈定的范围内运行。在官僚制组织中，虽然“权力关系是一种不

平衡的相互关系”，但是就它存在于行动系统之中而且只在行动系统之中发挥作用而言，“意味着协

商，意味着交换。或者说，如果一方不再能够把资源投入到权力关系中来，他就不再有交换的资本，

更确切地说，他就不能够再参与到权力关系中来了。”②所以，官僚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是包含着交

换关系内涵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农业社会等级制条件下的权力关系所不具有的。

农业社会等级制条件下的权力关系纯属一种支配关系，也许在具体的支配过程中会意外地产生

一些交换行为，但交换行为对于权力的支配性质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官僚制组织中的权力关

系在表面上也具有支配性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正是这一点产生了迷惑，他规定这种支配是一种

“合理—合法”的支配。可见，韦伯由于没有深入到权力关系的内部去，没有发现官僚制组织中的权

力关系包含着交换关系的内涵，不是从交换关系着手去认识权力支配的性质，所以，才从权力关系的

外部去寻求规范方案，要求权力支配在外在性的规则体系下进行，希望权力在严格的规则规范下以

“合理—合法”的形式出现。其实，如果不满足于韦伯的谋求权力外在性规范的要求，而是就权力关

系的性质去寻求规范权力的方案，就会在对权力关系的分析中去把握权力的交换性质。一旦认识到

权力关系中的交换内涵，也就能够去寻找并发现权力规范的其他路径了。事实上，20 世纪中后期以

来的管理实践，已经建构起了诸多体现交换关系的规范组织行为的制度和措施，只不过组织理论一

直处于韦伯的阴影下而没有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探讨。就此而言，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贡献是非

常了不起的，他们没有受到权力的支配性表象所迷惑，而是透过了这层表象发现了权力关系的交换

性内涵。落实到实践中，我们倾向于把组织的参与管理等都看作是对权力交换性理论的诠释。

我们也应看到，只有在权力关系处在一种稳定状态的时候，才能够剥离其表象而发现其深层的

交换关系内涵，如果权力关系处在随机变动的过程中，它的交换关系内涵也就会处在不确定状态。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对权力作出支配关系还是交换关

系的定义，其实并不能够显现出功能上的差别，因为满足于“权力是一种支配关系”的定义和分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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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一种交换关系”，都不会在制度安排上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在抽象的层级结构中，即使权力

包含着讨价还价等内涵，即使权力是以一种交换关系的形式出现的，也会在垂直的层次链条中展开，

也会在功能的意义上表现出支配的特征。所以，我们几乎无法对农业社会的支配性权力和现代组织

中的具有交换性的权力作出功能上的区分。而且，权力运行的事实总是给人以支配的印象。就现代

组织依然是一个控制系统而言，权力是服务于控制的要求的，出于控制的目的，就不能不极尽可能地

把它的支配性特征加以夸大。不过，发现了权力之中包含着交换关系的内涵却有着重要理论价值。

因为，它可以给予我们一种启示，让我们想象交换的前提是人的平等，权力可以在人的平等的前提下

生成，并在功能实现过程中充分关注人的平等，尽可能地削弱其支配性特征。

当然，要求削弱权力的支配性特征并不能耽于空想，而是需要从组织的结构上去考虑其可行的方案，

而关于组织结构的所有思考又需要建立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当思考组织结构的合理性问题

时，就会发现，组织稳定的层级结构是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组织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已经

指出，近代以来组织的成长包含着这样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把个人整合为组织而放大个人的力量，通过分

工—协作的方式而把组织整合成类似于个人一样的整体，从而实现与组织环境间的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达

到征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目的。此时，组织的层级结构是能够满足于整合组织成员个人力量的目的的。

而且，由于近代以来组织的政治生态以及政治观念所发挥的作用，使组织在建立起层级结构的同时也发展

出了具有交换关系内涵的权力，让具有交换关系内涵的权力在组织的层级结构中运行，以支配的方式去诠

释协调等组织整合的功能。所以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确存在着作为一种交换关系的权

力，而且这种权力是社会治理以及组织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当人类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

性的状态时，人们之间因为一种不稳定和不均衡的关系而使作为交换关系的权力无法被确立下来，社会治

理以及组织活动都不会因为有着稳定的交换关系而支持那种与之相对应的权力关系。因而在这种社会形

态之中，如果有权力的话，那必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近代以来的任何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可以理解成知识的

力量、智慧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为交往对象服务时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相信合作制

组织中存在着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关系处在随机变动之中，它不是总与交换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是以知识的

权力、智慧的权力和道德的权力的形式出现。对于这种处于随机变动中的权力关系而言，更多的是与人们

之间的伦理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可能会偶尔与交换关系联系在一起，但决不会与人的身份差别相关，也不

会表现为职位、岗位势差中的权力。所以，它既不是支配关系也不是交换关系。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对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发现了组织权力背后的交换内涵这一点给予充分

的肯定，应当承认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贡献。由于这一发现，使我们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

握组织中的权力来源和运行过程，在扩展到政治以及社会的层面后，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现代社

会中的各种权力与农业社会等级制条件下的权力之间的不同性质。因为，等级制条件下的权力是没

有交换内涵的，尽管特定条件下的权力会表现出某种妥协的运行特征，掌握权力的人会以怀柔心态

运用权力，但是权力根源于等级关系和以暴力为后盾则是确定无疑的。只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条件

下，才有可能让权力逐渐获得交换的内涵，特别是在组织中，“控制着对其他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不确

定性来源的专家，必然会使用他拥有的权力来增强自己的优势，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然而，他

只能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并且在特定的限度之内，才能这样做。为了保持权力，他必须‘继续这种游

戏’，同时必须至少部分地满足别人对他的期待。也就是说，至少部分地控制那些构成不确定性来源

的人和物。这是一种交换。一个行动者只有通过被控制和被行使权力，才能反过来对他人行使权力

和控制他人，从而从中获利。”①其奥秘就在于，权力已经成为所有关系方互动的过程，等级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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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那种从某个极点放射出来的权力已经随着等级制度的解体而消失。在现代化过程中再生产出

来的权力是存在于一种互动关系系统中的权力，所以，在权力的运行中必然包含着交换的内涵。

一旦认识到权力关系中的交换内涵，立即就会发现，“为了能够在面对他人时拥有权力的来源，

人们不得不部分地满足他人对自己的期望，这就构成了一个限制性因素。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人

们必须或多或少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即让一定数量的规则———确切地说，这些规则得以制定用来

保证维持他们的关系，并因此确保每一个游戏者能继续游戏———来限制每一方的任意性选择，并对

于自己和他人的协商关系进行建构。”①我们知道，近代早期的思想家们在设计权力制约方案的时

候，是希望通过权力去制约权力的，而且这个方案的影响是巨大的，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不过，我

们需要看到，这个用权力去制约权力的方案还只是一种权力制约的外在性方案。与用权力去制约权

力的方案不同，另一个对权力进行规范的方案则是用规则制约权力。在国家体系中，用规则规范权

力的方案最终以宪政设置的形式确立下来。然而，用规则规范权力的方案也依然是一种外在性的权

力制约方式，至于内在于权力的制约因素，可能是需要通过对权力的交换内涵进行揭示而去发现的。

所以，发现了权力的交换内涵实际上是可以导向一种新的权力制约方案的。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

也许是在不经意中发现了权力的交换内涵，然而却极有可能导致对一种新的权力制约路径的发现。

组织社会学所进行的毕竟是一种微观研究，存在于组织中的权力与国家体系中的权力是不一样

的，因而在组织权力的运行中所看到的交换是否能够引向对国家体系中的诸项权力的解析，还是一

个有待理论开拓的问题。但在微观领域中，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使我们看到了权力制约的一种新

的可能性路径。那就是，由于发现了权力的交换内涵，关于权力制约的方案就可能不是通过组织静

态结构的分析而去加以建构，而是可以从组织成员的博弈过程中去作出构想，权力制约的动态过程

是可以包含在权力运行中所发生的某些妥协和相互让步之中的。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四

种既相关联又有所不同的权力制约方案: 第一，以权力制约权力，形成一种权力制衡机制; 第二，以规

则制约权力，把一切权力都纳入到理性的和规范化的轨道; 第三，以道德制约权力，通过权力执掌者

的内在约束机制而使权力只发挥正向功能; 第四，在权力运行中通过权力关系各方的博弈而使权力

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控制力量。前三种方案都或者得到了应用，或者被学者们极力推荐，而第四种

方案则是从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对权力的交换内涵的发掘中推导出来的。

从理论上看，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对于权力的交换内涵的认识可以导向一种新的权力制约方案

的提出，但是这仅仅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组织模式不变的条件下才可以确认的方案。事

实上，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以及组织模式都正面临着全面转型的任

务。所以，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所提供的只是一项“迟到的”发现。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指出，即

使在近代以来的这一工业社会背景下，也一直存在着权力性质与权力运行形态上的不一致，并且出现了

制度性的抽象权力和设置在职位和岗位上的具体权力。就抽象权力而言，是不包含交换内涵的，只是在

具体权力之中，才可以看到交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即便是在组织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克罗齐耶

和费埃德伯格所发现的权力背后的交换内涵不能够泛化为所有权力均如此的论断，只有在用来理解具

体权力的时候，才是积极的。由此出发去想望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将会看到，权力结构性分化的状况

在合作制组织中再一次归于沉寂，抽象权力与具体权力因合作制组织的流动性和权力生成的随机性而

变得边界模糊，甚至失去了稳定的载体。在合作制组织这里，由于没有维持一种具有稳定的权力的需

要，由于没有需要得到权力支持的控制冲动，因而出于巩固权力需要的交换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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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和权力意志

现代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建构主要是出于组织管理的需要，在对组织结构的维护方面，在对组织

规则的实施方面，在获得组织整合力量方面，权力都是必要的，而且总会有着优异的表现。但是，在

权力的运行中由于组织权力的原因而使官僚制组织具有反功能也是我们时时处处都能够看到的，

“因为直接应对人类互动的最具有威胁性的构成要素———权力，所以都呈现出交流沟通与信守承诺

的问题。由于权力介入其中，具有威胁性的信息将不会受到审查。科层制的诸种反功能将扩展开

来。信度低的承诺、缺乏实效的交流沟通以及失当的功能运行的恶性循环，将会愈演愈烈。摒弃它

们的诸种努力将把特权召回，并且将会引发其他的恶性循环。”①当然，在组织重构或再造的过程中，

我们也不可能设想祛除权力，至少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到组织运行中可以没有权力的支持。尽管权

力对于组织成员的沟通、互动、交流而言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但是组织协调在许多情况下以及一定程

度上又是必要的，而权力恰恰能够发挥组织协调的功能。

组织的管理是需要得到权力支持的。官僚制组织对规则体系的注重其实是包含了抑制权力的

内涵了，这说明官僚制组织对权力采取了理性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当致力于合作制组织的建构时，

在某种意义上，官僚制组织的权力观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并不打算祛除权力，同样也不像官僚

制组织那样去把权力纳入到规则体系的规范之中而去解决权力特权化的问题，而在构想合作制组织

时所追求的是在权力运行方面谋求权力意志的消解。我们看到，官僚制组织生成的政治生态和环

境，都是把反特权作为权力改造的一项重要任务来看待的，所以特别注重的是如何通过权力制约和

权力运行的规范来防止权力演化成特权。官僚制组织实际上对这一时代性的任务进行了更为科学

的诠释，即通过“非人格化”、“祛除价值巫魅”以及完整的规则体系的建设而有效地规范了权力，有效

地防止了权力的特权化。但是由于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权力运行的表象上面，而对权力意

志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也由于官僚制组织的社会背景还是一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

态，组织的随机性信息处理能力，组织部门间以及组织成员间的互动、沟通和交流等等，都远没有组

织的规则、体制、结构以及物资的和人力的资源显得重要，从而使官僚制组织的“反功能”不至于影响

到组织任务的承担，而只有当组织陷入了周期性危机的状态时，才会让人们注意到组织的“反功能”，

并希望通过一些改革措施和作出一些调整后解决组织的反功能问题。

现在，当面对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时，当发现组织必须承担的任务在紧迫性

和复杂性、不确定性等方面都越来越突出的时候，我们无疑会要求把关注点落实到组织的随机性信

息处理能力上来，会对组织部门间和组织成员间的互动、沟通、交流等提出很高的要求。这样一来，

也就使组织的反功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权力。结果，我们发现仅仅出

于防止权力特权化的要求而作出的设计和安排已经失去了历史价值，不再能够满足于在权力运行的

表象层面去寻求权力制约的方案，而是需要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所以我们提出了一种把权力与权

力意志区别开来的设想。如果能够使权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的话，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一切权力特权

化。不仅如此，还给予了我们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从根本上避免权力反功能的出现。由于以往的

和既存的各种各样的权力制约方案都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权力正向功能的衰减，由于规则体系造成的

组织运行僵化……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必须去探索超越既有权力制约方案的可能性。一旦把权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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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区分开来，一旦通过制度设置而使权力与权力意志分离，那么权力及其运行就不再反映权

力意志，也就不会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因权力意志而出现目标异位，进而也就不再会产生反功能的问

题。也就是说，一旦权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组织在行动上就会拥有灵活性，就能够适应高度复杂性

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承担复杂任务的需要，特别是在承担紧迫的、不确定性的任务方面，能够显现

出巨大优势。

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看到，“统治某个组织的正式运行的结构和规则，限定了权力关系得以展

开的领域。确定一些部门，在这些部门之中行动比在其他部门中更容易预测，并且建立诸种相当容

易掌握的程序，以这种方式确立和限定不确定性的组织领域。”①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

件下，组织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这时组织的结构和规则的确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即限

定权力关系展开的领域，能够用确定的程序去限定不确定性，而且无论是作为“权力攀登者”的个人

还是团体，都会谋求“控制这些领域，以便于将它们运用到实现个人战略的行动中去，围绕着这些结

构和规则，人们建构权力关系。个人或团体在组织内部的权力和行动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对

影响组织是否可实现其目标的不确定性领域的控制程度，取决于该不确定性领域的重要程度，以及

和其他同样能制约这种领域的对手相比他们所体现出的合理性，所以，由个人或团体控制的不确定

性领域越是关键，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多。”②然而，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上

述这种现象得以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了，甚至可以说已经不再可能发生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

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自身流动性的迅速增强，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高，正在使领域的限定和对

领域的控制变得困难重重，而且，如果强行实施控制，或轮番地使控制升级的话，其后果可能是不可

预测的。既然对组织的任何一种限定和对组织内外的任何一种控制都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而且经

常性地导致组织机能失灵，那么不去谋求组织的变革，其社会后果也就极可能是具有悲剧性的了。

而“权力关系以及由之引发的多种问题，并不仅仅是重叠的权威结构的产物，它们可以是组织的

产物，抑或可能是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社会统治诸种模式的表现。在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之

中，它们都是基本的、始终现身的构成部分，始终能够作为涉及权力的集体行动的胚胎来加以分析，

并且对讨价还价活动发生着作用。绕行规避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任何企图离开这一现象对其加以界

定的做法，给其贴上不同的标签，将其设定为从属性的存在，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事实: 权力及其

诸种隐匿的对待存在形式，操控与敲诈，是任何集体实践都无法避开的构成部分。”③在我们对合作

制组织的探讨中，权力依然是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一种重要因素。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关键的问

题并不是如何削弱权力的功能，也不在于如何去制约权力，而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权力异化的问题，

从而保证权力正向功能的最大化。所以，究竟权力是一种支配关系还是交换关系，都变得不再重要。

也许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支配行为的特征，甚至以支配行为出现，或者会在形

式民主的组织文化中表现为一种交换关系，但是其中所包含着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认同则会日益增

长。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关系是基于知识、经验、智慧等方面的权威而生成的，人们对这

些权威的接受也使他们倾向于对基于知识、经验、智慧的权力作出认同。不过，这种权力更多地存在

于一些极小的微观行动系统中，不会被结构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组织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制

组织的权力运行中，权力意志得到了消解。无论是农业社会中的那种具有统治属性的权力意志，还

是现代组织中的那种具有管理属性的权力意志，在合作制组织的权力运行中，都不再会呈现出来，更

不会在权力的运行中发挥作用。这个时候，虽然组织中会存在着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中却并不包

含权力意志。一旦权力意志消失了，权力关系中的支配属性和交换属性也都将得到完全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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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指出合作制组织中也同样存在着权力，那么我们就会面对这样一种质问: 权力会不会被用

来强化组织过程中的支配和控制行为? 会不会被编织到支配和控制行为赖以展开的组织结构中去? 会

不会使组织周期性地呈现结构稳定和结构僵化的状况? 显然，如果权力的性质不发生改变的话，就必然

会出现这种状况，从而使合作制组织再度退化为官僚制组织。不过，我们认为，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权

力将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分化，即实现权力与权力意志的分离。从近代以来的思想轨迹看，在政治系统中

实际上是包含着让权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的追求的，甚至在近代早期的人民主权原则中，就已经潜含着

把权力意志转化为公众意志，让权力体现公众意志和服务于公众意志之实现的设计逻辑。但是在现实

的政治行动中，当权力付诸于少数人执掌的时候，公众意志就会受到阉割，或者转化为了权力意志，或者

被权力意志所征服。为了对这一问题加以防范、抑制或矫正，发展出了“以权制权”和“以法控权”两种

思路，以求对权力的行使以及基于权力的支配和控制行为加以制约、规范。然而，沿着这两种思路进行

的设计，重新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对权力的关注，忽视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结果，关于权力

制约和规范的问题陷入了只顾形式合理性的发展路线之中。这是宏观政治系统中的状况，至于微观性

的组织行为系统，权力与权力意志间的关系也未引发人们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理

性分化为不同学科的主题之后，关于组织中的权力及其运行也被纳入到了合理性的视野之中。结果，也

就更加没有人去关注权力与权力意志的关系问题了。总体看来，无论是政治系统中的合法性问题还是

组织行为系统中的合理性问题，都走向了形式化的方向，都在努力谋求形式上的可以还原为技术的制约

和规范，所以，并没有解决权力与权力意志的分离问题。对于合作制组织的建构而言，近代以来的政治

系统和组织行为系统建构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都必须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必须首先解决权

力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的问题。一旦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合作制组织就能够避免权力被用于编织和强

化稳定性组织结构，从而不再使合作制组织( 像以往和既存的组织那样) 成为支配和控制的行为系统。

合作制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组织成员间以及组织间的关系都只能在合作的向度中展

开，由于权力不再与权力意志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支配和控制的行为无法产生。而且，合作行动的机制

也能够随时对产生于组织成员个人那里的支配和控制冲动加以制止，使其无法朝着结构化的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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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based Power Ｒelation and Its Ｒegulation in Modern Society
ZHANG Kang-zhi

Abstract: In an agricultural society，power relation was based on its caste-based social identity sys-
tem． But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this social foundation for power relations disappeared due to various
social enlightenment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a new type of power relations has been estab-
lished in and through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power relation in a modern organization differs from
those in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in that it has acquired a property of exchange rather than complete dom-
inance． Crozier and Friedberg are the first to have discovered this exchange element in power relation．
Their discovery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the regul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However，their scientific
findings are significant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form and nature of the existing organizations
are stable． As a matter of fact，when human society is beginning to enter the post-industrial era，a new
type of organization，i． e．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is emerging． To a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the
key issue is how to separate power from the will to power． If a path to the separation between power
and the will to power is available，new dimensions of the function of power can be recognized and it
will be easi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put power under effective control．
Key words: power relation; exchange relatio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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